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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可能，何以实现： 

论概念史范式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李冉，郭小凡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将概念史范式引入该学科并形成

了一批研究成果。就应用可行性而言，该范式的适用条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典型特征

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处于由社会实践变革引起概念巨变的“鞍形期”之中。就必要

性而言，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离不开对于概念形成充分的理论认知、通过历史研究彰显学科厚

度、经由概念史范式揭示术语革命精神。应当主要在学科本体概念、基础理论概念、学科重要概念这

三个论域内展开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更好地应用概念史范式，应当在加强与唯物史观的

融合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制作用、在加快对相近学科的借鉴中形成合乎自身定位的方法与策

略、在加深对同类概念的集成中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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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的命题，要求善于融通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

资源[1](33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以下简称“中国化学科”)的重要地位由此进一步得到凸显。

近年来，学界尝试将更多研究范式引入该学科，从而拓宽研究视野、形成知识增量，其中便包括概念

史范式。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对应用该范式的必要性、论域构成、实践路径等基础性问题作出回答。

在中国化学科内应用概念史范式究竟何以可能？具体何以实现？只有回答好如上问题，才能真正展现

该范式对于推动中国化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为更好地应用该范式提供参考。 

 

一、概念史：一种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出场 
 

    所谓“研究范式”，指的是研究所遵循的规范和依据的模式，具体包括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

究线索等。就概念史范式而言，其秉持“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达和阐释”[2](8)的

立场，认为历史实践过程以理论化的形式浓缩于概念之中，概念能够反映思想发展史、实践经验史。

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分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何种历史变迁，洞悉概念所蕴含的内在规定性，进

而深化对概念相关历史阶段或进程的认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率先提出“概念历史”[3]，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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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研究范式的形成来源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德国历史学界。国外一些学者早已开始运用概念

史范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例如德国汉学家李博(Lippent)于 1978 年出版了《汉语中的

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书中涉及“矛盾”“实践”“社会主义”等概念。概念史范式于 21

世纪初正式进入中国，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尤其是 2022 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的任务被正式提出后，中国化学科应用该范式的成果不断涌现。《兰州学刊》《中共福建省

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等核心刊物曾专门设置“马克思主义汉译概念史研究”栏目。自 2018 年

起，该学科的部分学位论文也应用了这一范式。自 2019 年起，陆续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史研

究相关的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概念史范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化学科中日渐得到应用，主要得益于该范式本身所发挥的功能。概

念所充当的是历史内涵与理论嬗变的结合体，正所谓“‘概念’表征思想，并为思想所用，这些思想

已经浓缩在‘概念’中”[4]。以概念为基础，开展动态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所形成的概念史范式便

可以成为“沟通社会实践与语言文本的桥梁”[5]，呈现出概念背后的思想演变和文化发展过程，即“背

后的整体历史”。应用概念史范式、开展概念史研究的着力点则在于发现概念背后的逻辑推演基础，

即概念的生成源于历史的需要，概念的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经历嬗变，概念与整个历史进程之间存

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对应到中国化学科，相关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有学者专门就中国化学科中开展概念史研究的机理进行了阐释：“发掘概念如何被赋予政治与社

会内涵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语境……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的互构脉络。”[6]笔者总结将概

念史范式应用于中国化学科之后的研究对象和根本目标如下：研究对象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

进程中一系列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但是借助这一范式对相关对象进行梳理，其根本目标是对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一种并非停留在表层结构，而是深入其具体样态和内在机理的分析和阐

释。由此，学界得以更好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背景、时空线索、途径载体、话

语转换等问题，在呈现概念流变的同时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所具备的思想穿透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化学科中的部分研究虽然自己冠以“概念史”之名，但实际上并非严格遵循

了概念史范式，而是仅仅在对概念本体进行解释，忽视了“概念变迁背后的思想沿革”[7]。对此必须

澄清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的区别。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

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8]。

因此，“概念”属于手段而非目的，该范式真正的落脚点在于“史”，既包括概念本身的历史，也包

括概念孕育和发生的宏观历史环境和过程，即“背后的整体历史”。概念研究虽然也涉及概念发展演

进史，但其落脚点在于概念自身的本体意义。归根到底，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并不处在同一维度上，

前者依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历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间是并列的。但是概念史研究与概念研究之

间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概念研究可以为概念史研究奠定基础，这是因为概念史将概念作为历史的

表征，离不开对概念本体的认知，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借鉴概念研究中的对比研究等具体方法。另一

方面，通过概念史研究，具体概念可以更好地被置于特定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进行考量从而体现出深

刻的出场必然性，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概念本体的认识，促进概念研究。 

    还要补充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最早设置的二级学科之一，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化学科一直深受学界关注，已经取得了颇为显著的发展成就，形成了颇

具规模的研究成果。但是，从学科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化学科在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方面依然存

在一定的发展空间，学界对于其研究方法、主要原则、研究边界等基本问题仍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在

此情况下，要促使概念史范式真正在中国化学科的学术场域中立足，必须论证作为前提的应用可行性

问题，说明该范式并不会蒙蔽建构学科知识体系过程中所理应坚持的平稳、系统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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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概念史范式的适用条件来看，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典型特征相契合。在该范式

形成之初，便有学者针对其适用条件提出了“鞍形期”假设[9]，认为社会巨变期恰如两座山峰间发挥

连接作用的低落的鞍形过渡地带，该时期的社会实践变革往往会引起概念层面的巨变，带来一系列富

有新的内涵意蕴的概念，恰恰能较好地反映社会变革。因而，在史学家们看来，概念史与其说是专门

研究概念的历史，毋宁说“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8]，“鞍形期”就是这样

的认知转型期。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鞍形期”，为概念史范式在诸学科中的应用提供

了方向性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属于中国现代化宏伟进程中最重要的片段，集中展现着 20 世纪、21 世纪的中

国所经历的重大政治转折与巨大社会变革。这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富含着思想激变的

意味，中国共产党与不同政治或思想势力间争夺概念解释权的斗争从未中止，传统与现代概念间的交

替和迭代从未断绝，本土与外来概念间的碰撞和融合从未停息。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确实处于“鞍形期”之中，一系列生发于这样的历史实践土壤中的概念定然承载着连续而厚重的历史

进程，经由概念史范式展现出自身诠释历史、呈现历史的重要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用概念史范式的必要性 
 

    任何新的范式进入一门学科，并不应当是研究者主观设想或刻意为之的“创新”，必须从学科发

展规律和要求层面探寻应用这一范式的清晰依据。在考量中国化学科应用概念史范式的可行性的基础

上，还需考量其必要性，说明“为什么要应用这一范式”。 

    (一) 发展中国化学科离不开对概念形成充分的理论认知 

    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概念史。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的便是“概念论”，强调

概念经由自我否定实现了自在自为，形成了对现实的抽象把握，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10]，同时指出“真

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做的劳动才能获得”[11]，说明概念是科学研究中开启理性思

考的基本单元，只有经由概念研究方能更好地实现文本与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之间的互证。马克思

主义同样强调概念的价值，列宁指出了对概念本体展开科学研究，进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

要意义：“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和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12](148)

毛泽东由此得到启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突出对概念的把握，他在《实践论》中

指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

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13]他在此经由现象与本质、片面与全体、外部联

系与内部联系这几对关系，专门就把握概念的方式和应当把握的内容提出了规范，说明对概念形成充

分认知的重点在于揭示其核心意涵、完整样态和根本规定。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使用丰富的概念。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传播的过程中，概念作为载体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

的过程中，理论成果的产生和理论飞跃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新概念的生成和演变，有时也包含着旧概念

的被替代和消灭，有时还包含着对既有概念的澄清与重释。例如在以“真理标准”问题、“姓资姓社”

问题为代表的历次大讨论中，恰恰伴随着对“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社会主义”等关键概念意涵

的发展，党由此得以对具体理论问题形成更新更深的认识。因此，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的重要载体，倘若缺少了概念，相关历史便难以得到持续推进，“任何政治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都不

会产生”[1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概念具备了象征性意义，成为“历史现实中的经验和期待、观点和

阐释模式的聚合体”[2](12)，反过来也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具体概念和总体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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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动也对中国化学科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整体性的要求，即在关注学科内的概念时不能仅仅停

留于简单的语义层面，外在地关注使用何种词汇来表述概念，还应当进行更深入的追问，考察它们相

互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理论成果整体、历史进程整体之间的关系，最终认识到这些概念作为社会意识是

怎样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二) 发展中国化学科离不开通过历史研究彰显学科厚度 

    历史研究之于中国化学科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单向度地呈现史实。历史研究既是“回望走过的路”，

这是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5]，只有如实地反映历史境况，从中解析

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特征，才能对理论形成更加深刻、透彻的解读。历史研究又是

“远眺未来的路”，这是因为“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6]。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离不开从历史反思走向现实批判。只有具备了历史作为支撑，中国化

学科才可以在总结理论创新以及发展的经验、教训和规律的基础上再从现实批判逐步接近未来建构，

针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出理论答案。历史研究的最终结果便是呈现一定的

理论发展规律，进而展现理论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有机统一，同时形成马克思笔下那种“被揭示出来并

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路标”[17]。 

    在诸多历史研究范式中，概念史范式具有其优势和特点，能够更好地契合中国化学科的需要。在

列宁看来，黑格尔当时所做的“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18]这项工作使其比康德

等更为高明。而强调以概念为切入口观察某一时代社会与政治语境的概念史范式恰恰类似于黑格尔所

做的更为高明的工作，因为该范式的研究思路并不是从历史到历史，而是从概念看历史，避免了始终

沿着历史轨道进行单线条梳理进而陷入“当局者迷”的困境。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尤

其是早期进程而言，其本身就涉及多个层次、维度和面向，“单线条和粗放式的研究范式远不能充分

展示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19]，恰恰最需要提防陷入困境。此外，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倘若就

某一问题难以找到新史料，也只有通过更换史料解读方法，即引入之前在这一领域内尚未得到广泛应

用的研究范式，方能实现学术创新。就中国化学科而言，其中多数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尚且依然遵循

思想史范式，概念史范式的推广无疑会为该学科的历史研究带来一定的知识增量。这主要缘于概念史

范式在关注经典的学术或政治文本等正式文献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富含大众话语特征的非正式文献，这

便有助于进行资料互证，同时可以更好地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鲜明的大众化特征，进而

对这一历史进程形成更加客观、系统、全面的认识。 

    (三) 发展中国化学科离不开经由概念史范式揭示术语革命精神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0]术语革命是一种关于思想理

论变革的方法论，堪称“思想革命的逻辑枢纽”[21]，由之产生的新术语成为形成新的科学理论的内在

支撑。“术语”与“概念”之间是内在联通的，前者可以被理解为对某一特定学科范围内的后者集合

的称呼。恩格斯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进步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创新，即开启术语革命，这便是概念发

展演进的过程，其运行机理可以概括为：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概念也具有了思想、文化、政治等层

面的彻底变革意义，在经历了建构新意涵的过程后，也因具有能动作用而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随后，

这种影响又会经由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作用反射到自身之上，进一步促进概念发展。如此循环往复，

概念发展的历史与整个社会实践的发展变革历史相互交织作用，契合了概念史范式的内在逻辑。 

    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并未直接提及术语革命这一说法，更没有将其与概念相联系，但是这种方法论

和精神始终在场。阿尔都塞在解释术语革命的含义时就特别指出：“任何术语都是同作为这一术语基

础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任何术语自身都包含着特定的、有限的理论体系。”[22]这启示我们要将具体

的术语或概念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去理解：一是从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具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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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具体内涵可能经历了演化、迭代和更新，这便反映了整个理论体系所

真正经历的术语革命；二是在整个理论体系经历了术语革命之后依然流传下来的概念，定然合乎时

代需要、顺应历史潮流，自然也成了能够反映理论体系发展过程的概念。这样的认识过程既关注概

念的发展过程，也由此呈现了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已经暗含了概念史范式的内在逻辑，即不

仅关注概念本身的历史，更聚焦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 

    应用概念史范式关注具体概念，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术语革命精神，可以综

合获得两点启示。其一，纵观整个历史进程，尽管具体概念可能会因经历了术语革命而产生问题意识、

基本意涵和实践要求等方面的变化，但是其从未背弃广大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例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提炼标识性概念为标志”[21]的术语革命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鲜

明的人民性、革命性等特征，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术语革命’的新典范”[23]。其二，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和丰富概念的内涵展现了术语革命精神的核心要义在于严

谨与科学。“要不想让人家在一个不妥当或不确切的词句上抓住你，在表达上多么慎重都不过分。”[24]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观点阐发过程中的严谨性，要求规避滥用甚至随意混淆概念的现象，中国共产党

正是通过发扬术语革命精神落实了这个要求。例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市场经济”概念

的诠释由先前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一词之差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对照宏观历史过程把握具体概念含义的严谨作风。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论域构成 
 

    在对中国化学科应用概念史范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予以阐释之后，应当关注研究实操层面的问

题。现有研究较多地涉及了该学科应用这一范式需要关注哪些与概念相关的问题(例如译介、转换等)，

却没有回答具体应该关注哪几类概念的问题，即论域构成尚不明晰。相比较而言，中共党史学科对此

回答得较清楚，主要依据研究对象的类别，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制度等概念集合内分别进行概念史

的解读。中国化学科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论域构成不同于中共党史学科，应当依据学科本身结构，以最

能凝聚学科基本特征、反映学科相关信息的概念为抓手。 

    (一) 对学科本体概念的研究 

    所谓学科本体概念，指的是展现学科最基本的表征、构成学科最基本的内在规定性的概念，其往

往与学科名称有颇为密切的联系。就中国化学科而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独

立概念，以及由之组成的“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组合概念。聚焦这部分概念的原因，不

仅在于可以通过对其进行学术化研究达到概念史研究的一般目的，更在于中国化学科本身与实践具有

高度的相关性，只有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相关主体对这些概念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

流变，方能更好地为中国化学科勘定研究的范围、对象、内容等要素，展现出其对于推动学科发展的

重大意义。 

    谨以“中国化”概念为例。“中国化”概念的出场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

其在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得到了运用，语义尚未固定，但往往是为了与“欧化”概念相对立

而提出的，其发展过程中体现着理论的交锋、权力的争夺和话语的建构。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

国化”概念逐渐开启了科学化的进程，“社会学中国化”“心理学中国化”“新诗中国化”等复合概

念相继出现[25]，也加速了“马克思主义”概念与之交融。终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中国化”

概念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的语义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经由概念史的解读可知，“中

国化”概念自身的历史变迁折射出在相应时段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具备了影响力，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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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自身内涵的过程。“中国化”也得益于与“马克思主义”的组合，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即不仅

仅强调中国青睐外来思想文化的一面，更突出中国将自身实际融入其中的一面，“使中国革命丰富的

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6]。这种解读可以传递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品质与历史主动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深刻命题。“语言使用中的变化

方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27]，从“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应用概念史范

式在“史”这样的时空线索中对概念嬗变进行解读，可以理解其背后更深更广的社会历史图景。从社

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运动关系来说，理论之变必然源于时代之变，“中国化”天然蕴含着“时代

化”的意涵。但是，倘若原先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无法再容纳“时代之变”的深刻语义内涵，无法

将“时代之变”带来“理论之变”直观展现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运动过程，那么这个概念就会被丰富乃

至突破，结果便是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新概念。运用概念史范式分析可知，从“中国化”到“中

国化时代化”并不只是从一个概念跳跃到另一个概念的机械运动，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语义层面对其进

行阐释，而是要从“史”的时空线索中看到“中国化”过程受到了更大的外力感召，从“时代之变”

到“理论之变”的过程中伴随着重要的历史性飞跃，因此要专门强调“时代化”。这种具有感召作用

的外力，即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其实就是不断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背景下，

必须更加敏锐地把握“时代之变”，所以需要在本体概念中突出“时代化”，以彰显在实践中所需发

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而“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新的学科本体概念，对于中国化学科的

意义便得到了凸显——启示相关研究更多地结合大变革时代的特征。 

    (二) 对基础理论概念的研究 

    所谓基础理论概念，指的是学科相关核心理论所囊括的基础性概念。与本体概念不同，基础理论

概念往往与学科定义相关，能够展现学科最为本质化的内在含义。与一般概念相比，基础理论概念的

覆盖面更广、抽象性更高，接近列宁笔下“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2](78)的“范

畴”的含义。中国化学科的基础理论概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老祖宗”，

例如“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革命”等，它们有的来自对 19 世纪西欧三大

先进思潮中既有概念的扬弃和改造，有的来自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关系的考察和升华。有学者强

调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过程中运用概念史“考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由名词而概念，由概念而

观念，最终为中国人所逐渐接受的”[19]，所涉及的就是这部分概念。其中还特别涉及马克思主义理

论译介问题，即通过观察汉语与其他语言间的互动，考察这些概念如何融入本土场域，成为政治和

社会变迁的观念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和“构建中国现代话语体系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重要基

石”[28]。总体来说，这部分概念“有助于呈现马克思主义话语如何参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等问题”[29]，

同时也能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心的流变。 

    谨以“革命”概念为例。尽管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存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

的记载，但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革命”并不是“变革天命”，而是特指共产主义者“使现存世界

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0](527)。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

推断出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革命”的含义，实现了由最初传教士所译介的具有贬义色彩的“乱党起

事”向代表阶级斗争最高形式这样的褒义词的转变[31]，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伴随着对

基础理论概念的重释，实现了对旧世界观的改造和新世界观的确立。该过程以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为

立足点，恰恰契合了概念史范式同时关注概念“背后的整体历史”的特点。 

    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同时期对于“革命”概念的诠释也有不同的政治含义，

这与中共党史上不同时期作为历史实践的“革命”有不同的目标指向是一致的。“对政治分析家来说，

对‘革命’这一概念的研究不只是必要的，它简直就是使政治研究得以进行的恰切步骤。”[32]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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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范式观之，从战争年代的“革命是暴动”，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再到

新时代突出强调的“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实践环境的流变——从暴烈政

治革命突出获取政权这一目的，到作为社会革命的改革虽然不涉及政权但也意味着积极促成“改变世

界”，再到自我革命突出表明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完善，将革命对象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自身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33]。这其中也有贯穿始终、恒定不变的因素，如“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

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4]的鲜明使命导向，再如中国共产党永葆革命者本色的优良作风。在此基

础上，我们得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等重要命题形成更深入

的理解。 

    (三) 对学科重要概念的研究 

    所谓学科重要概念，指的是直接关联学科知识内容的概念，其往往涉及学科知识结构的具体组成

部分。中国化学科的重要概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并富含中国

特色的概念，例如毛泽东依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党指挥枪”“本

本主义”等概念，再如改革开放之后党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出的“一国两制”“三农”“中国精

神”“脱贫攻坚”等概念，它们都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植根于“现实田野”的基础上构筑的，并深耕

“理论田野”，合乎列宁所说的“概念来自本质，而本质来自存在”[12](147)的规律。应用概念史范式

开展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概念的理论含义，还能够通过解读其“背后的整体历史”，即孕育概念的

社会实践背景，进而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一“概念链条”。 

    谨以“新民主主义”概念为例。尽管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

论》的研究早已硕果累累，但是有学者通过对“新民主主义”进行概念史考察，得到了新的成果，认

为由此可以管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时代背景[35]。相关研究对“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提出原因、

影响因素、发展流变、接受情况等进行了探讨，同时还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民主主义”等相关

概念进行了联系，从而真正遵循了概念史范式的要求，跳出了单个概念的范围，广泛触及了整个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图谱和时空图谱。这样的研究对解释一个时期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诠释其价值含义构成了重要影响，是一项视野更广、轨迹更长的研究，

由此也可以说明“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在一段时间内较大程度上充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的助推器。 

    在笔者看来，学界在中国化学科中应用概念史范式时，对于学科重要概念，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形成的概念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固然，部分概念的形成时间相对较短，历史积淀尚且较为有限，但是

“概念一经形成就具有解释、批判、规范、引导现实的语用功能”[36]，而概念史范式更强调关注概念

“背后的整体历史”，即使是形成时间有限的概念，依然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只不过研究的侧重点并

非在于概念本身的变迁过程，而是概念应当被放在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历史中去理解，其与后者之间又

存在什么样的张力。譬如就“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来说，虽然其在 2021 年才正式诞生，作为其雏

形的“全过程民主”概念也是在 2019 年才首次出现，但是在应用概念史范式的基础上，可以认识到

其“背后的整体历史”就是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由此便可以拓宽研究视

野。通过概念史范式可以更好地发现，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都遵循着当时的社

会实践背景及语境，过程中既保持着一致性，又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和创新性，所以需要每一代人针对

这一进程不断进行诠释、不断完整和丰富其思想片段和话语片段，这一点即使是对于形成时间尚不长

的学科重要概念而言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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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好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路径 
 

    在确定了论域构成、明确了研究目标对象的基础上，还应针对“怎么做”给出具体答案。推动中

国化学科更好地应用概念史范式，进而积极彰显其优势，不仅需要遵循相应的普遍原则，更要对照中

国化学科的特殊价值取向和内涵要义，促使该范式真正与之契合。 

    (一) 在加强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制作用 

    概念史范式进入中国之初，其适用性便遭受到了质疑：“概念史研究受制于西方近代知识制度和

观念的形塑，内嵌着适合西方语境的价值预设。”[7]对此，有学者提出其必须“不断适应不同地域历

史文化的研究取向”[37]，避免陷入“橘逾淮则为枳”的境地[38]。在笔者看来，将该范式应用到具有极

强意识形态属性和本土特色的中国化学科中，使之真正“为我所用”，最重要的是突出唯物史观的统

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制作用，进而将概念真正嵌入宏观的历史场景、清晰的历史链条之中。 

    一方面，要运用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规律，认识到概念与现实间存在张力。“概念并不无条件地

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39]概念的形塑与社会发展并不可能保持同步，

两者间必然存在一定张力，具体表现为概念的形成和推广具有滞后性。所以，在理解学科概念“背后

的整体历史”时，应当有更加长远的眼光，从连续、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链条中全面解

读其含义。例如对“自我革命”概念进行概念史分析时，倘若因其在新时代正式出现，便将其“背

后的整体历史”界定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进程，那么视野就未免过于狭窄了。 

    另一方面，要运用辩证法中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避免独立看待某一概念。仅仅看到单个概念与

“背后的整体历史”的联动，夸大概念对于历史的能动作用，无异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那

种“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30](553)的思辨哲学，容易

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窠臼。正确的态度是将具体概念对应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相关

理论体系的层面，例如对“解放思想”概念进行分析时，倘若不联系“实事求是”，便会误以为真理

标准大讨论等重要事件仅仅意味着冲破历史禁锢，从而忽略了恪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准则的一面。 

    当然，概念史范式的立场和方法也有诸多与唯物史观相契合之处，例如其强调看到概念“背后的

整体历史”，本身便截然区别于“不是把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想等置于历史场景中加以分析，

而是脱离特定历史条件”[40]的历史虚无主义。倘若概念史范式能够避免简单移植其他国家或学科应用

过程中的既有经验，而是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基础上乘势而上，通过加快与中国化学科的深度

契合与有机交融总结出新的经验，则不仅将有助于解决中国化学科内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造出知识

增量，而且将有助于为学界倡导的“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41]任务贡献宝贵经验。 

    (二) 在加快对相近学科的借鉴中形成合乎自身定位的方法与策略 

    尽管近几年中国化学科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不同主题的著作接连涌现，但是尚未出现严格遵循概

念史范式的研究著作。中国化学科内应用概念史范式的研究虽然日渐增多，但是主要表现为论文的形

式，每项研究中聚焦的往往只是单个概念，尚未出现系统性或对比性研究。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化学

科具体应用概念史范式的方法与策略体系依然缺位，资料搜集整理等环节的操作难度依然较大。但是，

中共党史、政治学、社会学等相近学科比中国化学科更早地应用了该范式，中国化学科内也有学者指

出：“‘中国化’概念史方法的提炼依赖于中国概念史研究实践。”[42]这些学科对中国化学科概念史

研究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部分学科内部已形成数量可观的成果，其中部分与中国化学科相关，从中可以总结出资

料搜集整理、关键信息提炼等方面的经验，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化学科。例如中共党史学科，由于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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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被视为中共党史的思想史部分，因而两个学科所涉及的概念有较多相通

之处。“中共概念史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概念史研究提供了直接借鉴。”[43]《中共党史研究》自 2013

年起先后发表了多篇概念史论文，其中涉及了“群众路线”“新民主主义”等与中国化学科直接相关

的概念。《近代史研究》也是自 2018 年起就发表了多篇涉及中共党史概念史的论文，其中对“封建”

“帝国主义”等概念的考察便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建构过

程为视角基础的。 

    另一方面，部分学科已形成遵循概念史范式的代表性著作，展现了一套合乎学科定位的研究方法

与策略，可以从中抽象出方法论，并在中国化学科中展开为具体方法与策略。例如政治学学科，其与

中国化学科之间的联系颇为紧密，有学者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44]，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演进之间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政治学中部分关于本学科

学术史的著作便梳理了学科典型概念，并运用了概念史范式对其演进的历史过程予以把握，在这之后

又反过来借助后者深化了对前者的认知。中国化学科可以对相关典例进行考察，进而借鉴其蕴含的方

法论和方法。 

    此外，中国化学科在借鉴其他学科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学

科交叉性，不少学科概念也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概念。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

二级学科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也早已应用了概念史范式，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就有通过概

念史范式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整体性的研究，进而说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新的世界观”[45]。

这些都是中国化学科在探索合乎自身定位的方法与策略的过程中可以关注的“捷径”。 

    (三) 在加深对同类概念的集成中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结论 

    “一个概念总是概念群中的概念；不涉及其他与之有关的概念，我们是无法把握一个概念的。”[2](12−13)

社会科学概念具有“多元普遍主义”的特点[46]，不同社会甚至同一社会对于相同事物的理解可能存在

差异，而概念有其表达限度，不可能涵盖所有理解。中国化学科在应用概念史范式的过程中，同样不

能寄希望于借助单个概念就能完整地解读出其“背后的整体历史”，而是要在加深对同类概念集成的

基础上形成“概念群”，进而更好地展现历史演进脉络和逻辑理路，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结论。譬

如针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组概念间的关系，

学界存在等同关系、包含关系和并列关系等几类理解。倘若运用概念史范式进行分析，便可以发现

更突出的重点在于认识到它们都指向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上下求索实践这一宽广的历史场景，以

及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思想谱系这一深厚的理论底蕴。因此，这些概念本质上有着极大的同质

性，所形成的“概念群”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展现近代中国历史与思想变革的场景，同时诠释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加深中国化学科中的概念集成，进而更好地开展概念史研究，首先需要明确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

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建构的任何概念都是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

的，所谓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只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截然对立。前者指更多地在政治宣传中得到应用

的概念，往往更加朗朗上口、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本身并不拒斥学术性。后者指更多地为学术研究

所惯用的概念，往往更加合乎学科体系的语言风格，并非不顾及政治性。尤其是就后者来说，其涉及

的学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必须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展开，这便是其最大的政治

性。况且，中国化学科有其特殊性，其涉及的许多概念本身就是在政治实践中提出的，最初以政治概

念的样态出现，经过一定的演化之后才进入学术场域中成为学术概念，例如当前学界热议的“全过程

人民民主”“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都依循这一逻辑。 

    在明确两种概念间关系的基础上加深概念集成，有助于中国化学科的概念史研究获得更为全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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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结论。譬如有学者聚焦“中国精神”概念，发现其在经历长期的学术史流变进而“积淀了实践

的经验和文化的痕迹”、充当了学术概念的同时，受到了“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等概念的影响，

因而也较多地展现出政治性[47]。三个概念所集成出的“概念群”便兼具政治性和学术性。在此基础上

再加以概念史的分析，可以发现任何具体的“中国精神”样态的出场都会受到相应时期内政治价值导

向的感召和政治力量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对后两者产生作用。由此便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

进程中更为深刻的规律，即由之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作为“批判的武器”付诸实践后将

会实现向“武器的批判”的飞跃。这一结论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更加契合，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西方学者秉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领域多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偏见以及由此带来的“中

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并未得到国际认可”[48]的局面。 

 

五、余论：概念史范式带来了什么？ 
 

    中国化学科真正应用好概念史范式，需要经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实际上，许多学者在研究

中将某一概念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并将每一时期的史实分别对应到这一概念上时，已经不知不觉地

贴近了概念史范式的思路，但是学者自身却并未主动明确相关的定位。这说明这部分研究处于自发状

态，亟待严谨的概念史范式对其进行走向自觉的引导。相比于思想史等主流范式而言，概念史范式在

中国化学科中尚属于“羊肠小道”，其要成为“康庄大道”，必须真正彰显出自身对于促进该学科发

展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价值。 

    一方面，概念史范式有助于涵养扎实学风。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指出：“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

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49](11−12)这是对广大研究者敲响的警钟。古代中

国有着良好的经学和理学传统，强调从考据方面下功夫，我们却对此传承得不够。作为对其他学科发

挥着指导性作用的“灵魂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必须带头重视对文本文献的研究和考据，从学

术层面形成知识增量。概念史作为聚焦文本文献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实操艰巨性，其发祥地德国

在编写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相关巨著时，有逾百位学者参与其中，工作周期少则 15 年，多则 30 年[50]。

这说明概念史研究对于学术功底、学术积累的要求较高，并不能急于追逐“短平快”。“对马克思主

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49](12)概念史范式严谨的实操逻辑无疑将有助

于在中国化学科内涵养扎实学风和优良治学品质，并带来更为严谨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概念史范式有助于明确学术方向。当前，中国化学科的部分研究者依然没有准确理解

学术化、学理化要求，容易出现“宏大而空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化学科中应用概念史范式

能够促进该学科“由以往的宏大叙事向微观实证转换”[7]，在笔者看来，概念史范式依然应以宏观历

史为落脚点，但是可以经由严谨的微观手段实现，这有助于强化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同时，该范

式所彰显的超越既有概念、从“概念”进阶到“新概念”的术语革命精神，恰恰与“提炼标识性概念，

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346)这一现实任务相契合，更加有利

于实现“一国的学术话语转变为世界学术话语”[51]，进而为中国化学科应对经世致用的要求、避免与

实践相脱节提供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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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academia has introduced the paradigm of conceptual history into this discipline 

and produced a batch of research results. In terms of applicability and feasibility,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this paradigm are in line with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in "a saddle period" of conceptual changes 

caused by social practice changes. In terms of necessity,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 sufficient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s, demonstrating the 

thickness of the discipline through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revealing the spirit of "terminology revolution"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conceptual history.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main focus should be on such three 

domains as disciplinary ontology concept, basic theoretical concept and disciplinary important concept. To 

promote the better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ual history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e should highlight the regulatory role of Marxist theory in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with 

materialist historical views, form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hat align with our own positioning in accelerating 

the reference to similar disciplines, and obtain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conclusions in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similar concepts. 

Key words: conceptual history; research paradigm; research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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